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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土壤酸化是全球性的土壤退化问题，导致耕地质量退化严重，制约着区域粮食产能提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系统介绍了耕地土壤酸化的概念、原理及影响因素，全面梳理了国内外耕地土壤酸化治理研究现状与发展态势，深入分析了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研究并提出“十五五”期间耕地土壤酸化治理研究的重点方向，拟从耕地土壤酸化监测与评价、土壤酸化阻控与预防、壤内稳性地力提升、耐酸适生高产优质作物新品种创制、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提升、土壤环境质量提升与可持续利用、区域耕地土壤酸化防治与产能提升模式等方面开展系统攻关，创建我国耕地土壤酸化控制和生产生态功能协同提升的调控理论与技术体系，为我国耕地健康可持续管理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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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Progress and Key Directions of Soil Acidific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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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cidifi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a global issue of soil degradation, leading to a severe decline in arable land quality and constraining the enhancement of regional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the concept,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il acidific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soil acidification control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Furthermore,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ke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that require urgent resolution, and proposes priority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soil acidification control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achieving systematic breakthroughs in areas such a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soil acid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enhancement of stable soil fertility, development of acid-tolerant high-yield and high-quality crop varieties, improvement of soil biodiversity and its ecological functions, enhancement of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s well as regional prevention of soil acidific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is effort aim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regulating soil acidification and enhancing the ecological produc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thereby providing crit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arable land and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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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土壤酸化是全球性的土壤退化问题。我国目前土壤pH值小于6.5的酸性耕地总面积约6127万公顷（hm2），其中强酸性（pH<5.5）耕地面积达1740万hm2，南方红黄壤区约1107万hm2[1]。当前我国酸化耕地分布区域广、面积大，呈现“酸上加酸、快速酸化、潜在酸化”的发展态势，耕地酸化加剧土壤肥力退化、生态功能衰减、重金属污染风险增加等土壤安全问题，导致耕地质量退化严重，制约着区域粮食产能提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2-4]。因此，加强耕地酸化治理，全面遏制耕地酸化趋势，是我国耕地质量保护工作的重要略举措，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实施耕地健康可持续管理的重大科技需求。
1 耕地土壤酸化的概念、原理及影响因素
耕地土壤酸化是指耕地土壤pH值下降或土壤酸度升高的过程，是一种土壤退化现象。耕地酸化的本质原理在于大量外源和内源质子（H+）输入导致土壤中固有酸缓冲物质逐渐消耗的过程，即土壤酸缓冲能力不断下降的一个动态过程，致使土壤pH不断下降的现象[5, 6]。
根据输入土壤中H+来源，土壤酸化可分为自然酸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酸化[1, 5]。土壤在自然酸化过程中H+的主要来源（内源）包括：水的电离（H2O=H++OH-）、土壤溶液中H2CO3（主要来自降雨中的H2CO3及土壤呼吸产生的CO2溶解形成的碳酸）离解（H2CO3=H++HCO3-）、土壤中有机酸（包括低分子量的有机酸和大分子的腐殖酸）的解离（HA=H++A-）等[7, 8]（图1）。土壤自然酸化的速度极为缓慢。例如，我国南方酸性红壤的形成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成土过程。人为活动导致大量外源H+输入耕地土壤，大大加速土壤酸化。外源H+输入途径主要包括酸沉降、不合理施肥以及作物根系代谢过程[9]。酸沉降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致酸气体（SO2和NOx），它们通过干/湿沉降的形式进入土壤[10, 11]。不合理的施肥导致H+输入土壤的途径包括酸性肥料（如过磷酸钙）和铵态氮肥等生理酸性肥料的过量施用，其中铵态氮肥长期过量施用是耕地土壤加速酸化的重要原因[9]。过量的NH4+在土壤中快速硝化并产酸（NH₄⁺+2O₂→NO₃⁻+H₂O+2H⁺）[12]。1 mol NH4+硝化将产生2 mol H+[13]。此外，作物生长过程中根系对钾、钙、镁等阳离子的吸收高于阴离子，为了维持电荷平衡，根系会释放H+。作物地上部积累的碱性物质因收获带出土壤系统，将进一步导致土壤酸碱失衡[9]。
当外源和内源H+输入土壤时，土壤中的酸缓冲物质通过中和作用等消耗H+，减缓土壤pH降低，同时酸缓冲物质逐渐消耗。土壤中的酸缓冲物质以固相为主，包括（1）碳酸盐（pH缓冲范围8.5-6.2），其作用机制是碳酸钙（CaCO₃）的酸溶解作用（CaCO₃+2H+⇌Ca²⁺+CO₂+H2O）[14]。（2）硅酸盐矿物（pH缓冲范围6.0-5.0），作用机制主要是土壤中硅酸盐矿物的风化对酸起缓冲作用，这时从矿物晶格中释放出碱金属或碱土金属阳离子和硅酸，同时消耗质子[15]。（3）交换性盐基阳离子（pH缓冲范围5.5-4.2），作用机制是土壤通过黏土矿物表面负电荷位上吸附的交换性盐基阳离子与H⁺的交换反应对酸起缓冲作用，同时产生交换性H⁺，交换性H⁺不稳定，很快与土壤固相铝反应转化为交换性铝[16]。这也是土壤酸化至强酸性状态（pH<5.5）时产生植物铝毒害的主要原因。（4）铝氧化物（pH缓冲范围<4.2），作用机制是土壤主要通过铝氧化物的溶解消耗质子，同时产生可溶性铝[17]。（5）铁氧化物（pH缓冲范围<3.2），作用机制是当土壤中pH低于氧化铁表面的电荷零点时，氧化铁可以从溶液中吸收质子，通过表面羟基的质子化使表面带正电荷（OH+H+=OH2+）[18]。然而，这些缓冲物质在土壤中是有限的。当主要缓冲物质（尤其是碳酸盐和盐基离子）被大量消耗后，土壤对额外H+输入的抵抗能力显著降低。此时，即使少量H+输入也会引起土壤pH值的显著下降，酸化过程加速，导致大量Al3+释放，对作物产生毒害。
由上可知，耕地土壤酸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土壤自身抗酸化性能（内因）和人为活动引起H+输入过程（外因）的影响（图1）。土壤固有属性（如矿物组成、黏粒含量、阳离子交换量（CEC）和有机质含量等）决定了土壤自身抗酸化性能，进而影响土壤酸化进程。高强度人类农业活动和干湿沉降等过程则影响耕地H+输入量，是影响耕地酸化过程的外因，包括施肥管理不当、作物收获物和秸秆离田、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水分管理、酸沉降、酸性废水进入农田土壤等。因此，耕地土壤整体酸化速度由土壤自身抗酸化性能与不合理人为活动的耕种管理措施引起的外源H+输入量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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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土壤酸化原理及影响因素
Fig. 1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il acidification
2 耕地土壤酸化现状及其对作物产量和生态风险的影响
当前，我国耕地土壤酸化速率呈现发展态势，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相比酸性耕地总面积增加了26.2%，近30年耕地土壤pH平均下降了0.5个单位，制约了区域耕地产能提升。耕地土壤酸化一方面造成铝、锰等离子的毒害，直接抑制作物根系生长，限制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同时耕地土壤酸化易造成钙、镁、钾、磷、钼等必需养分元素的缺乏或有效性下降，土壤板结加剧，根系伸展受阻，造成作物生长不良而减产[1, 6, 19]。我国大面积种植的粮油作物，如玉米、油菜、大豆、小麦、水稻产量95%的酸害阈值分别为pH 5.87、5.65、5.34、5.32和4.71，当土壤pH低于作物酸害阈值后，pH下降会严重导致作物减产，而且强酸性旱地土壤酸化对作物产量影响大，水田酸化对水稻产量的影响较小。从红壤长期定位试验研究结果发现，土壤pH由5.4下降至4.7时，油菜籽减产达40%，红薯减产约20%，花生、芝麻减产15%左右，水稻减产约10%；土壤pH值由4.6降至4.2时，油菜、玉米等酸敏作物接近绝收状态，水稻减产近30%。在紫色土母岩发育的水稻土上，水稻酸害阈值为pH 4.5-4.7，当土壤pH下降至4.5以下时，水稻减产幅度为6%-15%，稻米镉超标率高达90%以上。在紫色土旱地上，作物产量受土壤pH和盐基饱和度的共同影响，粮油作物酸害阈值为pH 4.8-5.0，当土壤 pH下降至5.0以下，盐基饱和度不足60%时，油菜、玉米和高粱等作物减产幅度为10%-20%，以油菜最为明显。根据全球meta分析的结果，土壤酸化造成作物产量平均下降了13.7%，其中蔬菜下降33%，玉米和小麦下降18.2%和18.3%[20]。据此，如果我国继续沿用传统大量化肥施用的农田管理模式，到2050年因土壤pH下降引起作物减产达24%，即使目前实施氮肥零增加计划，预测到2050年也将有16%的产量损失。耕地土壤酸化也严重影响农产品品质。例如，南方一些地区稻田土壤酸化与镉等重金属污染叠加，使土壤中镉活性增加，稻米镉含量超标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威胁农业绿色发展[21]。同时，耕地土壤酸化影响植物、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物种组成，降低土壤生物多样性，土壤固碳能力减弱，导致生态功能衰减[22, 23]。土壤酸化减少土壤有益微生物数量，抑制其生长和活动，从而影响土壤碳、氮、磷、硫等元素循环，而且还会造成有害微生物繁殖，加重农作物根结虫病的滋生与蔓延等[24-26]。土壤pH通过影响微生物和线虫多样性，间接影响生态系统多功能性，从而威胁到农田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27-29]。总之，耕地土壤酸化加剧土壤肥力退化、土壤板结、重金属污染风险增加等问题，导致耕地质量退化严重，制约着区域粮食产能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
3 国内外耕地土壤酸化治理研究现状与趋势
3.1 国际上耕地土壤酸化治理研究现状
国际上对土壤酸化问题研究较多的地区为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南亚、东南亚及澳大利亚和日本。上世纪70-90年代，欧美日等国家深入开展了酸沉降驱动土壤致酸过程及其酸化预测，以及土壤酸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危害影响和经济损失等工作[30-32]，建立了系列预测土壤和地表水酸化的模型，这些研究成果为耕地土壤酸化预测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了主要作物的适酸特征和石灰类物质的精准施用方法研究，建立了改土适生的方法，从而实现了酸化耕地土壤的有效管理[33]。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展不同作物适应酸性土壤的研究，明确了不同作物在不同类型酸性土壤上生长的酸害阈值，并根据不同地区酸性土壤的特点开展分区分类治理，建立石灰需要量的估算方法及其配套施用技术。同时，澳大利亚开展了不当农业措施加速土壤酸化的机制及酸化耕地治理的研究，在解析不同致酸过程的基础上，通过优选适生作物品种、优化肥料管理方法，配合合理的石灰类物质施用方法构建了酸化耕地的管理模式。另外，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科学家率先开展了农林业废弃物改良土壤酸度的研究，明确了农作物秸秆、有机肥等农林业废弃物资源调节土壤酸度的机制及效果，发现磷石膏对酸性土壤表下层和底层土壤具有良好效果，集成了耕地土壤酸化有效控制的种养结合模式，获得大面积推广应用。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较为重视健康土壤培育与生态功能协同提升。欧盟地平线项目设立了“农田-小流域-生态农业多尺度生态系统构建”、“生态系统价值链转化与服务”、“创新植物系统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多个科技发展目标，实现健康土壤培育和生态功能提升。
3.2 我国耕地土壤酸化治理研究现状
3.2.1系统开展了我国红黄壤区土壤资源调查、发生过程、胶体表面电化学研究，目前对于典型地区耕地土壤酸化过程已有初步认识，亟需阐明全国耕地土壤酸化速率及其驱动机制，开发区域耕地土壤酸化动态预测模型，科学评估土壤酸化对耕地产能影响和生态环境效应。
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科学院由李庆逵院士率领南方综合科考队进行了红黄壤区土壤资源调查与利用研究。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一直从事南方酸性红黄壤研究，针对红壤质量演变过程深入开展了红壤发生过程、胶体表面电化学，创建了引领国际的“基于红色风化壳的发生分类学”、“可变电荷土壤电化学”等理论[1, 5]。土壤酸化过程中质子在土壤矿物表面发生氢-铝转化，导致土壤固相铝的不断活化，诱发植物的铝毒害效应。近年来，我国已对酸性红壤肥力的时空演变、退化机制、养分循环等开展大量研究，初步揭示了水分养分、资源利用、生态系统退化过程中的物质循环规律，对酸性土壤中影响养分转化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分布特征也有一定的工作积累。中国农业大学与瓦赫宁根大学合作开发出农田土壤加速酸化的动态模型VSD，量化酸沉降、氮肥投入、作物收获等对集约化农田土壤加速酸化的贡献[34]。未来亟需深入研究酸化耕地土壤质量变化规律与产能响应机制，以及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演变趋势，建立酸害风险评估方法。同时，土壤酸化使重金属的活性增加，大幅提高了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和积累，加剧了重金属污染风险[35, 36]。由于土壤重金属活性受土壤pH、土壤类型以及区域气候条件等影响，亟需系统探明酸化耕地土壤重金属等污染物活化过程与防控原理，支撑长效治理技术创新。
3.2.2 目前已研发了基于石灰类、矿物类、工业副产品等材料的酸化土壤改良技术，研制了系列土壤培肥菌剂及有机肥产品，亟需挖掘有机无机改良剂协同降酸、抗酸、培肥潜力，创制靶向长效抑酸调理产品及其配套技术装备。
经过“十二五”中低产田改良、“十三五”化肥农药减施增效和“十四五”南方红黄壤中低产田产能提升等专项及973项目“东南丘陵区红壤酸化过程与调控原理”的实施，已研制一系列酸化耕地土壤改良剂和控酸技术，如无机改良技术、有机改良技术、有机-无机复合改良技术及根际微生物调控技术、氮肥减施及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等农艺措施，在酸化耕地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6, 37, 38]。石灰类物料是目前最常用的酸性土壤调理剂，可通过中和土壤酸性物质快速降低土壤酸度，但停用后会呈现明显的反酸现象[39]。长期大量施用则会引发土壤板结、团聚体结构破坏、钙镁钾等养分失衡等新问题[40]。因此，亟需开发多元素、高活性与缓释碱性物质兼备的土壤酸铝障碍长效消减产品。随着对耕作过程中加速土壤酸化的人为质子源及其贡献的深入认识，长效控制土壤酸度的核心是有效阻控人为加速酸化作用。目前大多通过优化施肥、秸秆还田、施用硝化抑制剂等养分管理措施阻控农田土壤酸化[5, 39, 41]，但上述单项技术往往只作用于酸化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并未考虑土壤-植物系统中的质子产消平衡过程，难以构建有效的土壤酸化长效调控技术。研究表明作物根区是土壤质子产消的热点微域，也是植物响应土壤酸化的直接区域[19, 42]。针对养分循环过程中质子产消规律结合作物根区微域质子产消平衡特征，发展实时酸化调控技术，有望进一步提高改良效果的靶向性和长效性，突破土壤酸度长效和实时调控的技术瓶颈。利用畜禽粪便、作物秸秆等有机肥中和土壤酸度、提高土壤酸缓冲性能，也是酸化调控的主要措施。亟需充分挖掘无机、有机改良剂的降酸和抗酸潜力，根据农田土壤酸化特点，以降酸、抑酸、控铝为综合调控策略，研发靶向长效抑酸新产品，建立宜机化的配套施用技术。
3.2.3 初步揭示了植物和微生物适应酸性土壤的生理和分子机制，挖掘了一批耐酸适生的作物和微生物种质资源，亟需创制酸化土壤复合障碍胁迫下耐逆适生作物品种及相匹配的微生物组，研制酸化土壤适生微生物菌剂，建立耐酸作物育种和促生合成菌群构建技术。
针对植物适应酸性土壤的生理和分子机制，以拟南芥和水稻为代表的模式植物上开展了大量的植物耐铝毒、锰毒和低磷的生理和分子方面的研究；植物耐铝毒、锰毒、低磷相关基因的发现，为酸性土壤上植物分子遗传改良提供了宝贵基因资源[19]。然而，目前研究大都还停留在实验室层面，在田间条件下应用实例很少，缺乏落地效应。目前在适应酸化土壤作物品种培育方面进展有限，大面积推广的品种更少。在酸化土壤逆境条件下作物适生机理和品种创制方面，前期的基础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模式植物拟南芥和水稻，且多集中于单一胁迫因素，对于作物在酸化土壤复合胁迫条件下调控机理还不清楚。亟需系统开展耐逆种质资源挖掘、育种体系建立、重大品种培育等研究，为合理利用我国酸化土壤资源提供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前期对酸性红壤利用研究做了系列的相关前瞻性部署，包括2018-2019年实施的“边际土地产能扩增机理与藏粮于地技术模式”重点部署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筛选和培育了一批耐逆植物新种质，其中耐酸铝水稻、大豆、荞麦等种质10多份。亟需充分利用已发现的酸性土壤耐逆基因，进行分子辅助设计育种，培育耐酸性土壤多重胁迫的作物新品种，发挥提高酸化土壤生产力的实际功效。
土壤微生物群落对土壤酸化极其敏感，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43, 44]。作为植物的第二基因组，根际微生物组在促进植物生长、适应逆境、维持植物健康等方面已成为农业科学的研究热点[45]。酸化土壤上不同作物品种耐逆能力与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别是关键物种有密切联系[46]。目前，从酸性土壤分离到一些耐酸促生微生物，并揭示了微生物耐酸促生机制。但仍缺乏针对性的基于作物根际微生物组调控的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以提高植物抗逆能力、缓解土壤酸化的菌剂[47, 48]。根际生物及其互作网络在农田土壤-植物系统的养分循环和植物生长等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功能，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在植物-微生物协同耐酸铝机制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开发了包括细菌等一系列具有耐酸铝促生功能的菌剂[46]，为靶向调控根区微生物组功能，促进耐酸作物适生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菌种资源，亟需开发土-肥-根际微生物综合调控途径。
3.2.4 研发了适地养分管理技术，优化土壤-作物养分管理和作物种植制度和耕作制度，有效缓解土壤酸化，亟需大力开发全国区域性、流域性酸化耕地种植制度优化配置与管理技术。
加强土壤-作物系统养分管理，合理减施氮肥，优化肥料投入形态是源头控制土壤酸化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研发了适地养分管理技术、优化氮肥管理措施等，通过优化土壤-作物养分管理，缓解酸化，提高养分利用效率，保障作物增产、稳产。其中优化氮肥管理措施通过平衡施肥和有机肥投入，以及施用硝酸钙和石灰等减少硝化产酸作用，增加碱性物质投入，可以在集约种植制度下缓解土壤酸化。土壤酸化也受作物种植制度、残茬管理、轮作休耕等耕作措施影响。豆科作通过生物固氮增加了土壤的有机氮水平，有机氮的矿化、硝化及随后淋溶可能导致土壤酸化。研究表明，不同轮作体系下土壤的酸缓冲性能大小不同，休耕轮作措施能够增强土壤的酸碱缓冲性能[49, 50]。维持高产仍是当前农业发展首要目标，亟需在保障作物稳产、增产前提下，结合区域或流域气候特征、土壤类型等特点，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化肥管理措施，调整作物种植制度和耕作制度，确保土壤酸化治理、养分高效与产能提升协同发展。
3.2.5 构建了酸化耕地土壤分类治理与农业高效利用配套技术模式，研发了土壤退化阻控和定向修复关键技术，亟待发展酸化土壤障碍消减-产能提升-生态保护协同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
近年来，我国集成了典型酸性耕地土壤精准降酸、阻控矿物铝活化的靶向控铝、有机无机配施的长效抑酸、质子源头消减的长效抑酸、“团聚体-有机质-生物功能”互作耦合的土壤生物培肥增效等技术体系，形成了酸性耕地土壤复合退化的分区分类治理与评价技术规范，提出了精准、长效和系统化的技术方案。根据南方酸性红壤区域的气候、地形地貌及土壤特点，构建了一批特色明显的酸化耕地土壤消障治理与农业高效利用配套技术模式，研发了顶林-腰果-谷农-塘鱼、油茶林-茶园-果园规模化特色种植和产业化经营模式、林-菜/烟/药立体种植、猪-沼-脐橙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等各种高效农业生产模式，同时构建了红壤质量演变的定位监测-试验攻关-集成示范-辐射推广的协作体系，在我国南方17省建立了30多个千亩示范区，实现了技术研究、技术应用、技术示范与推广的有机结合。当前亟需开发适应“耕地产能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并举”的综合技术体系，构建区域耕地土壤酸化分区分类治理集成技术模式，实现全国酸化耕地土壤产能提升和可持续利用。
4 重点研究方向
[bookmark: _GoBack]为彻底扭转我国耕地土壤酸化趋势，提升酸化耕地土壤产能与健康水平，未来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1）阐明耕地土壤酸化过程与驱动机制，明确酸化耕地土壤内稳性地力提升与培育机制、耐酸作物适生高产协同机制、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功能恢复与土壤健康协同原理。（2）创新高强度利用下耕地土壤酸化控制理论体系，包括高强度施肥条件下耕地土壤酸化控制和生产生态功能协同提升的调控理论体系。（3）建立不同尺度耕地土壤酸化有效治理与阻控技术、产品与装备体系，创建区域酸化耕地土壤分区分类治理与生态农业开发利用技术模式，以及区域智慧监测网络与大数据服务平台。基于以上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建议今后重点在以下几个方向开展研究。
4.1 耕地土壤酸化监测与评价
基于全国土壤普查、区域土壤调查等海量土壤数据和多源环境大数据，构建酸化土壤空间分布预测制图大模型，明确酸化耕地土壤资源清单，揭示我国耕地土壤酸化的时空演变特征，驱动因子及其影响过程、途径和强度；研究不同区域典型作物种植模式下加速土壤酸化的关键驱动过程，量化不同过程质子产生通量，解析致酸途径及其关键的控制因子；研究典型区域土壤酸化诱导铝活化的微观机制和表观效应，建立土壤酸化过程中质子转运与氢铝转化预测模型，评估主要农业生产区土壤酸铝毒害的潜在风险；解析耕地土壤酸化对粮食产能的影响强度，明晰管理措施和气候变化叠加影响下土壤酸化对作为产量影响强度的变化态势；构建区域酸化耕地土壤智慧监测网络与大数据服务平台。
4.2 酸化耕地土壤酸化阻控与预防
针对强酸性土壤整个剖面酸度强、铝毒害严重、复酸化频发等问题，研究石灰类等材料对不同土壤降酸固铝的效果，创制新型无机类高效降酸固铝均养、速效与长效、兼具表下层改良等功能的土壤调理剂，构建强酸性土壤的精准降酸技术；针对目前不同典型种植模式下耕地土壤酸化过程阻控困难的问题，研发适宜的中碱性、缓释的肥料产品，研制以氮肥高效利用和秸秆碱性物质高效归还为核心的源头控酸技术，研发适应于根区土壤质子实时消纳的抑酸产品及配套施用技术，开发富碱提质增效有机肥和生物炭制备技术，快速酸化土壤的靶向控酸技术。针对酸化耕地土壤酸化速率快，酸化阻控与作物生产协同难等关键问题，研究土壤-作物系统养分综合运筹酸化阻控机制，研发有机无机养分优化酸化阻控关键技术与新产品，创新集成典型作物体系土壤-作物综合管理控酸技术体系，构建土壤潜在酸化的养分综合运筹预防技术。
4.3 酸化耕地土壤内稳性地力提升
针对酸化耕地土壤有机质数量少、质量低、不稳定、难以快速提升且长效保持效果差等问题，研究不同类型酸化耕地土壤有机质累积受限的机理，研发土壤有机质量质协同快速提升与长效保持技术。针对酸化耕地土壤团聚体难以形成且稳定性差等问题，研究酸化耕地土壤团聚结构特征与形成过程及其稳定机制，研发有机无机复合体培育、大团聚体快速培育和稳定关键技术；针对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下降、土壤生物网络复合功能退化等问题，研究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形成与演替规律及其对酸化和铝毒的响应和反馈机制，研发靶向促进大团聚体养分保蓄增效和作物根际养分均衡供给的沃土生物网络构建技术与配套产品，构建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培育技术体系；针对新整治耕地土体结构不良、优质耕作层缺乏、地力产能水平双低下、常规培育时间冗长的问题，研发新整治耕地降酸抗蚀增效、土壤结构障碍消减与土体构建、瘠薄耕层快速熟化技术，制定相应的工程技术规范以及产品标准。
4.4 耐酸适生高产优质作物新品种创制
针对南方红壤中酸性、铝毒、养分缺乏等逆境限制作物生长的问题，筛选出耐酸性强的品种，并分析对酸度和铝毒的耐受性，研究不同酸性土壤条件下作物的适应机制；针对酸性土壤障碍因子限制作物生长等问题，研究耐酸基因的分子机制，分析不同土壤条件下基因的表达模式，揭示基因-环境的复杂关系，构建系统性的耐酸分子机制模型；针对酸化耕地土壤酸铝毒害严重、可推广且遗传稳定的耐酸铝作物新品种缺乏等问题，系统性设计作物耐酸铝分子模块，构建耐酸铝主粮作物分子育种体系，创制适合当地气候条件耐酸铝高产且能稳定遗传的主粮作物新品种。针对常规栽培种植制度不完全适合耐酸铝高产作物品种，研发耐酸高产作物种植制度优化配置与栽培种植技术，创新酸性土壤适生种植模式。
4.5 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提升
结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土壤生物数据集分析，揭示全国尺度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空间格局，明确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和维持机理，阐明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酸化耕地土壤中的微食物网结构，揭示跨营养级传递过程与规律，建立酸化耕地土壤生态系统多功能性评价体系，评估酸化对土壤生态功能的影响；阐明影响酸化耕地土壤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键因素和贡献大小，明确耕地土壤酸化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构建适用于酸化耕地耐酸促生合成微生物组调控技术体系，高效提升酸化耕地的生态功能和生物生产力；明确限制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及生产力的生物和非生物因素，探索酸化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及生产力恢复的核心机制与实施路径，实现酸化土壤微生物组的生态功能提升。
[bookmark: _Toc107667174]4.6 酸化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提升与可持续利用
针对酸化耕地土壤-作物重金属超标、新污染物凸现等问题，厘清酸化土壤区重金属/新污染物的累积的源汇动态平衡机制和形成机制；针对酸化土壤区重金属总量高且有效性强、农作物安全生产难的问题，研制酸化土壤重金属超稳矿化固定材料和装备，建立酸化土壤超稳矿化稳定化技术体系；研发基于合成微生物组功能设计的酸化耕地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发展基于基因编辑的超/高积累植物吸收累积重金属的强化技术；针对酸化土壤有机污染消减能力弱问题，构建典型新污染物高效降解合成菌群，研发酸化土壤新污染物合成微生物组靶向消减技术，建立基于根际微生物组调控的物理-化学-生物强化消减技术；针对酸化土壤固碳减排丰产难协同等问题，研发固碳减排协同的功能菌群构建和靶向调控技术，集成区域土壤固碳减排与产能协同提升技术体系。
[bookmark: _Hlk185099453]4.7 区域耕地土壤酸化防治与产能提升模式
针对华南地区赤红壤、砖红壤酸化严重和复合障碍等问题，研发增碳扩容、控铝阻酸、培肥抑酸精准长效控酸技术，以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农田杂草绿色消除、农田降污净土等酸、瘦、毒、病一体化治理技术，构建华南酸化土壤防治与可持续安全利用技术模式；针对东南红黄壤地区土壤酸化、板结、肥力低下等障碍因子，集成化学生物降酸固土培肥、稻田秸秆还田、深耕培肥技术，茶果园有机替代、绿肥套种的绿色低碳技术，以及种-管-收配套机械装备，构建东南红黄壤作物配置控酸培肥与产能提升协同的综合技术模式；针对江南丘陵红壤区土壤酸化、贫瘠、耕层浅薄、季节性干旱等问题，以“丘谷种粮、丘上经作、山腰挂果、山顶护林”为核心，集成有机肥、改良剂施用轻简、精准、智能农机装备，创建绿色高效与生态保护协同的江南丘陵红壤开发模式；针对中南区红黄壤酸化趋势加剧且酸度空间变异大，养分贫瘠、重金属毒害、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集成低山丘陵区降酸控蚀、平原湖区控酸培肥降渍耦合与生物多样性提升的酸化耕地治理技术与装备，构建中南地区土壤降酸减污降渍与产能提升的种养加绿色循环综合模式；针对西南丘陵紫色土和高原红黄壤坡耕地酸化速率快、酸瘦并存、结构差、水土肥流失、石漠化、生态退化严重等问题，集成西南丘陵紫色土和高原红黄壤坡耕地降酸-培肥-控蚀一体化的耕地质量-农田产能-流域生态协同提升综合技术模式；针对华北地区土壤酸化产生机制不清、酸化对作物产量影响量化不足、酸化防治综合技术较少等问题，集成秸秆直接粉碎还田、过腹还田及炭化还田等有机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体系，构建华北地区土壤酸化与作物产能提升，肥水、有机资源及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综合技术模式；针对东北黑土地区土壤酸化加速加剧、土壤生物功能下降等问题，集成种植制度优化、酸度和养分精准调控、有机肥提质增效、秸秆还田方式优化、酸化黑土微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酸瘦防控关键技术；构建黑土降酸增碳与产能协同提升的技术模式；基于多模型和多情景量化分析，建立全国分区分类耕地土壤酸化评价技术体系，提出高、中、低风险区耕地土壤酸化阻控对策和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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